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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委婉地表示，他的正义论不适用于人与动物的关系。围绕罗尔斯的动物正

义遗产，老年罗尔斯派与青年罗尔斯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老年罗尔斯派捍卫罗尔斯的结论，否认人对动

物的正义义务；罗兰兹等青年罗尔斯派则紧紧抓住罗尔斯思想的方法论精髓，通过重新阐释或重构罗尔斯

的正义论，论证了人对动物负有的正义义务，并激活了动物正义的话题，使之成为 20 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

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纳斯鲍姆的以可行能力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唐纳森和金里卡的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

动物正义论、加纳尔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提供了与罗尔斯式动物正义论不同的思路；它们各有自

己的理论优势，构成了动物正义的辩护联盟。发展和完善罗尔斯式的动物正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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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全理论或世界观来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加以修改或完善，从而提出某种动物正义理论，而“公平

的正义将在多大程度上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合于这个更宽泛的理论，还尚未可知”［1］（405）。

由于在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中，关于人对动物是否负有正义义务的问题，即所谓的动

物正义主题，是一个未决的、开放的问题，因而，自《正义论》1971 年出版以来，人们就对罗尔斯的正义

理论与动物正义主题是否相融以及如何相融的问题展开了持续的争论和讨论。

对罗尔斯动物正义遗产的这种争夺无疑是可以理解的。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

正义理论，因而，对于那些反对动物权利的学者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证明，罗尔斯的正义论是排斥动

物正义的，即否认人对动物负有正义的义务，那么，他们就获得了一种反击动物权利论的最强有力的

理论武器。对于那些想为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辩护的学者来说，如果罗尔斯的正义论能够用于证明

人对动物负有正义的义务，那么，他们也同样收获了一种可用于反击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之反对者

的强大理论武器。同时，由于对动物的保护是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因而，对于罗尔

斯理论的忠诚继承者来说，如果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能为人们解决动物保护这一当代社会的热点问

题提供指导，罗尔斯理论与当代生活实践的关联就会受到损害；如果不能对动物保护问题提供超越

传统习惯与常识的解决方案，罗尔斯正义论的完备性与生命力也将受到质疑。因此，对罗尔斯动物

正义遗产的辩护、完善与阐释成了当代政治哲学与环境哲学的最新前沿问题之一。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首先梳理西方学术界探讨罗尔斯动物正义遗产的学术历程，重点考察罗

兰兹（Mark Rowlands）从契约主义角度对罗尔斯式动物正义理论的重构，回应罗尔斯式动物正义论所

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通过倡导罗尔斯式动物正义论与其他三种不同的动物正义理论的联盟来揭示

动物正义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寻求罗尔斯正义论的动物正义意涵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有少数学者关注罗尔斯式动物正义（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基础，证

明人对动物负有正义的义务）的可能性。在《正义论》出版的当年，罗尔斯的博士生里查兹（David
Richards）就认为，我们可以用罗尔斯处理代际正义问题的模式来处理人对动物的正义义务。在讨论

代际正义问题时，罗尔斯把原初状态中的各方设想为关心未来世代的家长，而非只关心自身利益的

自利的谈判者；同样，在讨论动物正义时，我们也可以修改原初状态中各方的动机假设，即契约各方

都意识到，“人们通常都会对动物抱有几分同情”，同时，残酷地对待动物是一种有缺陷的人格倾向；

因此，他们都具有关心动物的动机［3］（230-231）。从这一动机出发，原初状态中的契约各方就会同意，我们

对动物的行为应当接受正义原则的约束。美国新奥尔良大学哲学系的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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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之幕排除掉，以确保原初状态的参与者在选择用来调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的原则时能

够保持中立，那么，关于物种成员身份的信息也应当被无知之幕排除掉。“如果原初状态是完全中立

的，那么，原初状态中的参与者就不仅不知道自己的种族、性别或社会地位等信息，他们也不知道自

己的物种成员身份；他们只知道，自己是正义社会中拥有利益的参与者。”［5］（372-373）汪氏这一修改或完

善原初状态约束条件的思路，成为此后建构罗尔斯式动物正义论的一个主要进路。

20 世纪 80 年代，探讨罗尔斯动物正义理论遗产的论文逐渐增多。1981 年，美国的《伦理学与动

物》（Ethics and Animals）杂志第 4 期刊发了两篇争鸣文章。当代动物权利论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

哲学家雷根（Tom Regan，1938—2017）在该期杂志上的论文《对动物的义务：罗尔斯的困境》（“Duties
to Animals：Rawl’s Dilemma”）分析了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动物正义问题上面临的困境。在《正义论》

中，罗尔斯区分了公平原则所包含的两种不同的义务，即职责（obligation）与自然义务（natural duty）。

这两种义务存在三个明显区别：第一，职责是作为我们自愿行为的一个结果产生的，这些自愿意向可

能是明确地给出的或者是默认的；自然义务不以我们是否自愿同意它为前提。第二，职责的内容是

由某种制度或实践确定的，这种制度或实践的规范对人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自然义务与特定的制

度或社会实践没有必然的联系，它的内容不是由特定社会安排的规则确定的。第三，职责的承担者

是那些一起合作以维护其制度安排的确定的个人；自然义务在作为平等的道德个人中间得到公认，

对生活于任何制度中的人都有效［1］（85-89）。“勿残忍”与“正义”都属于自然义务。很明显，罗尔斯认为，

人负有不残酷对待动物的直接的道德义务；这种义务同时也是一种自然义务。

雷根认为，罗尔斯的理论在这里陷入了困境。一方面，罗尔斯承认，我们负有不残酷对待动物的

自然义务（命题 1）；另一方面，罗尔斯又认为，我们对动物不负有正义的义务（命题 2）。在雷根看来，

罗尔斯要么主张命题 1，要么主张命题 2；但是，他不能同时主张这两个命题。这就是罗尔斯面临的

困境［6］（77）。

威廉玛丽学院的福奇斯（Alan Fuchs）不同意雷根的观点。在他看来，罗尔斯的《正义论》“从头到

尾都不主张，我们对非人类动物负有自然义务”。如果把罗尔斯的观点解读为“人对动物只负有间接

的道德义务”，那么，就不存在雷根所说的“罗尔斯的困境”。尽管如此，福奇斯并不否认人对动物负

有正义的义务；相反，他认为，“一种罗尔斯—康德式的契约论必须扩展正义原则，使之包括这那些

［高等］动物，因为在原初状态中找不到任何非武断的、把动物排除在正义之外的理由”［7］（86）。

1981 年，美国的两位学者在国际环境伦理学领域最著名的专业杂志《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

tal Ethics）上发表了《正义与如何对待动物：对罗尔斯的一个批评》（“Justice and the Treatment：A Cri⁃
tique of Rawls”）一文。该文作者认为，罗尔斯之所以认为处于原初状态中的参与者不能就关于“用

正义原则约束人对动物的行为”的契约达成共识，乃是源于罗尔斯对契约各方的这一狭隘的动机假

设：他们都是自利的，只会达成符合且促进其利益的契约。在这两位作者看来，如果对原初状态的这

一约束条件加以修改，那么，契约各方就不会把动物排除在正义的范围之外［8］（59-60）。

1984 年，澳大利亚的环境伦理学家艾略特（Robert Elliot）在《应用哲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发表《罗尔斯式正义与非人类动物》（“Rawlsian Justice and non-Human Animals”）一文。

在该文中，艾略特认为，罗尔斯提供的理据并不能支持其把动物排除在正义原则之外的做法。在艾

略特看来，把动物排除在正义之外会使正义的制度受到削弱；罗尔斯对正义感的说明带有未经审查

的人类沙文主义因素。事实上，某些动物拥有一定程度的正义感，而某些人则从未发展出足够的正

义感。因此，一种恰当的罗尔斯式正义理论必须把动物纳入正义原则的关切范围［9］（104-106）。

1988 年，《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杂志再次刊发讨论罗尔斯动物正义遗产的论文。

在题为《把罗尔斯的正义论扩展到环境伦理学》（“An Extension of Rawls’Theory of Justice to Envi⁃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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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mental Ethics”）的文章中，缅因大学的辛格（Brent Singer）回应了人们对“汪德维尔主题”（原初状

态中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各方不仅会考虑具有道德能力与不具有道德能力的人的利益，还会考虑许

多动物物种的利益）的三个主要批评［10］（217-231）。

第一个批评意见是，要求契约各方把动物的利益考虑进来，这会使对相关各方之利益的计算与

考量变得“异常复杂”［8］（57）。辛格对此的回应是，一个目标难以实现，这本身并不能成为反对追求该

目标的理由；同时，与人类的需求和利益相比，动物的需求和利益更为简单明了，因而对动物利益的

计算要比对人的利益的计算容易得多。艾略特亦认为，“把动物纳入正义的考量，并没有使某种原本

可以完成的计算变得不可能”［9］（101）。

第二个批评认为，一项契约要具有约束力，契约方就必须有能力维护该契约；由于只有具备正义

感的道德人格才能遵守契约，因此那些不具备正义感和道德能力的存在物（边缘人与动物）就不能成

为契约保护的对象。辛格指出，这一反对意见是基于对汪德维尔主题的误解。汪德维尔并不要求那

些不能遵守契约的存在物去签订契约；那些缺乏道德能力的存在物也没有在原初状态中参与契约的

签订。在原初状态中签订契约的各方都是具有道德能力的成年人，他们都能遵守契约。如此看来，

对汪德维尔主题的第二个反对意见就有些不得要领。

在第三个批评意见看来，正义关涉的是具有道德能力的人们之间的相互性（reciprocity）；具有道

德能力的人与不具备道德能力的动物之间不存在这种相互性，因而，动物处于正义领域之外。辛格

认为，这里涉及如何理解相互性这一概念的问题。相互性包含自我利益与他者利益的相互性，以及

自我与他者的相互性。人与动物之间共享某些基本善，如清洁的空气与水、稳定的生态系统等。在

这个意义上，人的利益与动物的利益之间存在一致与重叠之处；维护人的利益就是维护动物的利益，

反之亦然。因而，人的利益与动物的利益之间存在某种相互性。人类的自我与动物的自我在社会与

文化层面确实是不同的；人与动物之间不存在这种身份认同意义上的相互性。但是，从这一事实并

不能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出于自利的考虑，原初状态中的理性决策者不能选择任何直接关注他者

（包括某些非理性的他者）利益的原则。”［10］（226）因此，对原初状态的约束条件作出某种类似于汪德维

尔主题那样的修正，是与罗尔斯关于无知之幕之功能的基本假设以及他的稀薄的善理论更为一

致的。

二、罗尔斯式动物正义：从边缘到中心

总的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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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mlicka）的《动 物 城 邦 ：关 于 动 物 权 利 的 一 种 政 治 理 论》（Zoopolis：A Political Theory of Animal

Rights）、加纳尔（Robert Garner）的《动物正义论：非理想世界中的动物权利》（A Theory of Justice for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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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正统的契约论理据的策略：第一条策略是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契约论；第二条策略是全面理解

和把握罗尔斯对其正义论的辩护理据。

根据第一条策略，罗兰兹区分了康德式契约论与霍布斯式契约论；这两种契约论对契约的权威

及其基础都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根据霍布斯式契约论，契约权威的根据是，同意该契约是理

性的，因为这样做符合契约者的理性的自利。动物不具备履行契约的能力，而人类蓄意破坏契约的

行为也不会遭受来自动物的惩罚，因而，人类与动物签订的契约既不会使人类获利也不会使人类受

到伤害。与动物签订这样的契约并不符合人类的理性的自利。因此，根据这种契约观，把动物排除

在正义之外是合理的，因为，动物是没有理性的，我们并不能从与它们签订的契约中获得任何利益。

那些持有正统契约论观点的人预设的就是这样一种霍布斯式的契约论［14］（123-125）。

但是，根据康德式契约论模型，契约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想象的；它只是获得道德真理的一种工

具。契约的签订者并不仅仅是基于理性的自利而签署正义原则，相反，通过契约达成的原则必须持

续地接受以前就已经存在且独立于契约与契约者而存在的那些道德价值的检验。康德式契约论理

念所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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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物种成员身份把动物排除在正义契约之外的做法是不能获得理性辩护的［13］（237）。

三、罗尔斯式动物正义理论面临的批评与挑战

青年罗尔斯主义者对罗尔斯式动物正义理论的重构虽然增强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生命力，推动

了当代动物正义理论的复兴，但是，他们的重构努力也面临下述批评和挑战。其中，前三个批评是针

对一般意义上的罗尔斯式动物正义论的，后两个批评针对的则是罗兰兹版的罗尔斯式动物正义论。

第一，用无知之幕把物种成员身份遮蔽掉的做法过于激进，这将导致契约方得出那些适用于植

物、石头或其他客体的正义原则。毕竟，契约方很可能会是这类实体，就像他们可能会是动物那样。

然而，从实际效果看，契约方选择那些只适用于拥有利益之实体（动物）的正义原则、只把拥有利益的

实体纳入正义关切的范围是合理的。契约的签订者将无所谓，如果他们走出原初状态后发现自己是

植物或石头，因为，这类实体不拥有利益，既不能从正义原则中获得好处，也不会受到正义原则的伤

害。这些没有苦乐感知能力的实体缺乏有意识的经验，因而，不拥有可以被损害或得到提高的福利。

因此，契约方只会有动机去选择那些只适用于拥有利益之实体的正义原则［9］（102-103）。

第二，用无知之幕把物种成员身份遮蔽掉的做法令人难以置信。原初状态中的契约方真的能够

想象，他们将成为动物吗？把自己想象成同一物种的其他种族、其他世代、其他性别的成员或许是可

行的，但是，契约方真的能够把自己想象成为不同的物种吗？这种假设的想象空间是否扩展得太大？

对此的回应是，人类是从其他动物进化而来的，是智力高度发达的动物，因而，一个智力正常的人能

够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猪或一头牛，这并非不可能；一个人把自己想象成哺乳动物，并不比他把自己想

象成严重智障人士更难；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新生胎儿与把自己想象成实验室中的一只黑猩猩——这

两种之间的差距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尽管这两种想象都包含大量猜想与幻想的成分。

第三，契约方如何能够知道，对一头奶牛、一只猪、一只黑猩猩或一匹马来说，什么样的正义原则

才是合理的？这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政治哲学家对人际

正义原则也争论不休，目前仍未达成最后的共识。但是，为人类设计正义原则是困难的这一事实并

不意味着，它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为动物设计正义原则。此外，我们确实能

够判断，动物在何种状态下生活是符合其本性的，而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工厂化农场中的鸡的生活是悲惨的，而在一个受到宠爱的家庭中生活的小狗的生活是非常惬意的。

基于关于动物之苦乐感受能力、生物学需求与物种特征的事实，我们完全有可能设计出那些与动物

有关且适用于动物的正义原则［9］（234）。

第四，一些批评者认为，罗兰兹在诉诸罗尔斯的直觉平等理据时，他不过是用“动物应当获得正

义的关切”这一直觉代替了罗尔斯的“动物不应当获得正义的关切”的直觉，因为，在设计原初状态的

条件时，罗尔斯确实认为，我们只对具有道德感的人负有正义的义务；这一前提条件似乎先在地就把

动物（事实上还包括某些不拥有道德感的人）排除在了正义关切的范围之外。但是，罗兰兹在诉诸平

等直觉理据时，还同时强调了反思平衡的重要性。反思平衡确实需要从某种直觉出发，但是，反思平

衡并不是只从一种直觉出发，而是要对多种直觉加以反思和平衡；在反思和平衡的过程中，所有的直

觉都是临时性的，是可以被修改的。我们需要把这些经过反思后的直觉与从原初状态中推导出来的

原则加以比较、调整与整合。而且，对反思的直觉与原则之间的这种比较和调整的过程是来回反复

的，直到最终原则（以及被这种最终原则所认可和接受的直觉）完全符合我们那些得到了及时修正和

调整的深思熟虑的判断［1］（16）。因此，如果我们完全介入反思平衡的过程，我们就不能仅仅挑出某个

我们喜欢的直觉（诸如动物不是能够获得正义关切的对象）并死死抓住不放；每一种直觉都必须要同

其他直觉与正义原则进行对照，加以分析和研判，不能只让一种直觉来支配反思平衡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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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兹关于动物的直觉也许与罗尔斯的直觉不同，但是，这种直觉并不能事先决定反思平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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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7）依存；（8）与其他物种共生；（9）玩耍；（10）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当控制。

第二种是由唐纳森和金里卡提出的以公民身份理论为基础的动物正义理论。这种动物正义理

论承认：“动物是拥有不可侵犯之权利的有人格者和自我”［18］（54）；它们拥有平等且不可侵犯的生命权

与自由权，它们的这种权利禁止人类伤害、杀戮、监禁、占有以及奴役它们。他们区分了三种不同的

公民身份（本国公民、外国人、生活在本国的非本国公民），并把它们扩展运用于三类不同的动物。家

养动物的道德地位类似于本国公民。“对家养动物的正义，要求它们被承认为社会成员，以公平的方

式被纳入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安排。”［18］（161）野生动物的道德地位类似于外国人；它们应当被视为拥有

自己的领土和独立主权的另一个政治社群的成员，人类对它们负有的义务类似于国际正义的义务。

那些生活在人类社群周围但不被人类驯养且与人类没有固定交往模式的边缘动物（如老鼠、麻雀、松

鼠等）的道德地位类似于居住在本国的非本国公民（或外国人）。它们不享有本国公民所享有的某些

权利，但是，它们享有在特定人类社群中安全居住的权利、互惠的权利，以及不被孤立、不被攻击、不

被劣等化的权利。

第三种是由加纳尔提出的以动物利益为基础的动物正义理论。加纳尔认为，“一种有效而合理

的动物正义理论应当以权利为基础”［15］（3）。动物所享有的权利来源于动物所享有的利益。而动物之

所以是利益的主体，这乃是由于动物具有感受能力或感受性（sentience）。加纳尔区分了两种不同的

感受性立场：一般意义上的感受性立场（sentience position）与改善后的感受性立场（enhanced sentience
position）。一般意义上的感受性立场认为，至少某些非人类动物拥有不遭受痛苦的利益和权利。改

善后的感受性立场则认为，虽然至少某些动物拥有生存与自由的利益，但是，由于人类感受苦乐的能

力要高于动物，因而人类在生命和自由方面所享有的利益也多于大多数非人类动物；人类固然应当

认真对待动物的生存权利，但是，如果人类的生存利益与动物的生存利益发生冲突，那么，优先保护

人类的生存利益也是合理的［15］（133）。在加纳尔看来，感受性立场是一种非理想的动物正义理论，而改

善后的感受性立场是一种理想的动物正义理论；后者的伦理立场比前者更为可取，在社会与政治方

面具有强的可接受性［15］（124）。

上述三种动物正义理论为我们思考动物正义问题提供了各自独特的视角；它们既有各自的理论

优势，也存在不同的短板［19］（84-85）。它们虽然不赞成罗尔斯式动物正义论，但是，它们都认可了人对动

物负有的正义义务，并从各自的理论视角为这种义务提供了独特的证明，从而扩大了动物正义思想

的影响力。

从实践的角度看，作为正义理论的前沿阵地，上述四种动物正义理论为我们重新思考人对动物

的正义义务、重建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重构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生态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如火如荼的动物保护运动虽然在全球各地逐渐展开，但时至今日，家

养动物（尤其是农场动物和实验动物）的生存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野生动物物种、种群、栖息地减

少的速度也未得到有效降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许多人都认为，公民对动物的义务是一种

基于仁慈的道德义务，而不是一种基于正义的法律义务。正义的义务是一种具有明确责任范围的强

制性的义务，而道德义务是一种责任范围不清楚的自愿性的义务；正义的义务是一种制度性的集体

义务，而道德义务是一个互动性的个人义务；正义的义务是一种紧迫的义务，而道德义务是一种被期

待的义务；违背正义的义务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违背道德的义务只受到舆论的谴责。因此，把保护动

物的义务仅仅理解为一种道德义务会导致两个消极后果：（1）动物保护的立法跟不上时代的需求；

（2）已经制定的动物保护法的落实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为了使动物保护的目标得到有效实现，我们

最好把人对动物的义务理解为一种正义的义务。

第二，我国正在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所建设的生态文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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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核心理念、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目标的现代文明。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内在地包含了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

才能长期稳定。同样，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也内在地包含人与动物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这种

共同体的构建需要把动物正义纳入其中；一种以正义为基础的生命共同体才是能够得到合理辩护的

共同体、一种值得追求的共同体。此外，对自然的尊重、顺应和保护也都内在地包含着对动物的尊

重、关心与保护。因此，不论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还是从建设生态文明的角度，我们都需要认

真对待、思考和重建人与动物的关系。而动物正义理论恰好能够为我们重新思考人对动物的义务、

重建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第三，从长远的角度看，实现人与动物和谐共生这一目标，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动物伦理的支

持；生态文明的建设更是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态文化的协同共振。培育和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

应的伦理文化（包括动物伦理文化）和生态文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和生态文明所追求的文化目标，

也是它们得到实现的重要保障。动物正义理论及其所倡导的动物正义观能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

供重要的理论和思想资源。

因此，我们应当倡导前述四种动物正义理论的联盟，鼓励它们之间建设性的批评和对话，并通过

这种批评和对话来证成和强化人对动物的正义义务，为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和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新

型动物文化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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